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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批评”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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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“新批评”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“新批评”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在一定的契机下,

中国学者开始译介“新批评”,主要集中在艾略特、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;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,

对“新批评”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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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新批评”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流

派之一,也是与中国文学批评接触频繁的理论之

一,从上世纪20年代起,“新批评”理论及译作传入

中国,因而,“新批评”译介是中国20至40年代文

学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本文以“新批评”在
中国的早期译介为研究对象,追索“新批评”在中国

早期译介的契机,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,并对

“新批评”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

思,希望能为未来的中西文化批评交流提供借鉴。

一、“新批评”早期译介的契机

“五四”之后,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

国,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开放性、包容性特点,使得知识

分子文学的普遍倾向表现为兼容并包地吸收西方

文化的营养。西方几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成

果一股脑地被翻译过来,涌进中国视野,到后来“新
批评”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,几乎无需过渡,顺理成

章。这是因为,一方面,从上世纪20年代起,中国

已向欧美派出大量的留学生,如胡适、徐志摩、闻一

多、叶公超等,部分欧美的学者也陆续到中国执教、
交流,如瑞恰慈、翟孟生、燕卜荪等;另一方面,国内

的外国文学译介渐趋成熟,有影响较大的文学媒介

翻译了大量英美文学的文章与书籍。这说明,中国

文坛已极关注西方的文学创作与理论。“新批评”
是英美在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理论。从中国译

介“新批评”的整个历史来看,“新批评”在英美的发

展与“新批评”在中国的译介基本是同步的。早期

的译介发生在20世纪20至40年代,是瑞恰慈和

艾略特的文论翻译和介绍较为集中地进入中国的

时期。这个时期的译作多是节选地发表在文学刊

物上,使中国学者在观念上接触到“新批评”的基本

理论,掀起了翻译研究“新批评”的第一次高潮。
在20年代末,就已出现了对“新批评”理论的

翻译、介绍。中国的学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是“新批

评”,却已经有意识地建构一种科学的批评理论。
从现有资料来看,这一时期的“新批评”译介,主要

集中在艾略特和瑞恰慈的作品上,形成了一股不容

忽视的潮流。从传播途径来看,“新批评”这一时期

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:一种是学者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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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讲授。集中在大学学院里的中国知识分子、留
学归来的学者和来华执教的外籍教师,把瑞恰慈、
艾略特的作品列入课堂教学。如前文所述,瑞恰慈

本人和他的学生燕卜荪在清华、北大执教多年,这
对其作品引入、翻译与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除

此之外,课堂讲授的学者还包括翟孟生、叶公超、吴
宓、卞之琳等。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对瑞恰慈、
艾略特作品的译介。这些学者是长年从事外国文

学研究的叶公超、赵罗蕤、曹葆华、卞之琳、袁可嘉

等。这两种方式共同促进了“新批评”在这一时期

的传播。

二、艾略特作品的译介

关于艾略特作品的介绍,早在1927年,朱自清

在《小说月报》第18卷第20号上发表了清华大学

教授翟孟生写的《纯粹的诗》的译文,提到了艾略

特:提到的“纯粹的诗”这个名词引起了文学批评界

的注意。[1]

学界普遍认为第一次出现艾略特的译作,是在

1934年,应老师叶公超之约,卞之琳为《学文》杂志

月刊创刊号译出“新批评”的“宣言”之作———艾略

特的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。这个译作被认为是最早

在中国译介的艾略特诗学论文。实际上,在1933
年,曹葆华在《北平晨报·学园》上译载了一系列欧

美现代文论,其中就有他翻译的艾略特的《传统形

态与个人才能》[2]。时间上比卞之琳的版本早一

年。但是后来广为流传和采用的是卞之琳的版本。
这个版本精妙恰当,被引述最多,影响较大。1937
年,曹葆华在前一次翻译的基础上,再译《传统与个

人才能》,后收到他的译文集《现代诗论》中。

1935年10月,戴望舒主编的《现代诗风》第1
期刊出了艾略特的另一篇论文《诗的用处与批评的

用处》,译者是周煦良。第二年10月,同一篇论文

被赵增厚译出,译名变为《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

用》,发表于《师大月刊》第30卷第78期。1936年

10月,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的论文《诗与宣传》,刊
载在《新诗》第1卷第1期上;同年12月,他在《新
诗》第1卷第3期上又译出了艾略特的《勃莱克

论》。1937年8月,朱文振翻译了艾略特的诗歌

《某女士小像》,译载在《文艺月刊》第11卷第2
期上。

与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译介的重要性相应,“新
批评”早期译介中最重要的译文集当属1937年曹

葆华编译的《现代诗论》,曹译的艾略特的《批评底

功能》、《批评底实验》、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等都收入

其中。这本书的出版,在中国理论界造成冲击。30
年代末乃至40年代的普遍的民族革命形势,使政

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得到强化。在这种抵御外侮

为要的时代背景中,作为舶来品的英美现代诗学在

中国文学内部遭到了质疑和清算,这就是“新批评”
被否定和认同的“隐性过程”。在这个时期,曹葆华

翻译了《现代诗论》,是因为他相信一个自觉的诗歌

时代即将来临,他相信国人将会接受一种新的诗歌

观念。他的翻译证明了诗论的重要性,和诗不可分

开。他想有意识地通过“文学的理论”的译介推动

“学术的进化”,有意识地弥补国内诗坛上的匮乏与

不足。曹葆华在《现代诗论》序中说:“近十余年,西
洋诗虽然没有特殊进展,在诗的理论方面,却可以

说有了不少为前人所不及的成就。在这本书中,译
者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,使
国内的 读 者 能 够 因 此 获 得 一 个 比 较 完 整 的 观

念。”[3](P3)在此,曹葆华自己道出了他译介西方理

论的目的和自觉性,他认为自己的理论观点就隐藏

在他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中,收入《现代诗论》的艾略

特的文章,其实也就是曹葆华诗歌理论主张的

体现。
如果说,《现代诗论》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论

译作,1937年赵萝蕤先生翻译的《荒原》则是在中

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。在《荒
原》译本出来之前,中国学者就已经意识到《荒原》
这部作品的重要性。在《新诗》第1卷第4期为《荒
原》的翻译做了广告:“在下一期我们还要发表英国

大诗人艾略特的著名的长诗《荒原》(The Waste
Land),这首诗是有名的难译难解,可是经过译者

赵萝蕤女士的努力,并附以极详尽的注释,这两个

问题便大部分可以解决了。”[4]《荒原》的翻译,对艾

略特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40年代,多是些艾略特作品的零星的翻译。

1942年11月,在广西桂林的《诗创造》第16期上,
黎子敏翻译了艾略特的《杰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

的情歌》,取名《普鲁弗洛克的恋歌》。1948年4
月,《诗创造》第10辑隆重推出了艾略特的《四个四

重奏》,唐湜翻译的《燃烧了的诺顿》是“四个四重

奏”中的第一个“四重奏”。

三、瑞恰慈作品的译介

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瑞恰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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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作是1929年伊人翻译的《科学与诗》。“伊人”无
疑是个笔名,关于“伊人”究竟是谁,产生过几种猜

测:一种观点认为“伊人”指的是郭沫若。因为有一

部《沫若文选》曾经收入了伊人翻译的《科学与诗》。
因此,有学者认为,“伊人”就是郭沫若。后来在《沫
若自选集》中,列出了郭沫若的生活和创作年表。
在创作年表中显示,郭沫若在1929年翻译的作品

有《石炭王》、《屠场》、《美术考古学上的发现之一个

世纪》等,没有列出《科学与诗》这部作品。[5]从这里

可以推断,“伊人”不可能是郭沫若。第二种观点认

为,“伊人”是于赓虞。原因有三:首先是伊人的《科
学与诗》的中译本是华严书店出版的,而华严书店

是由于赓虞主持的;其次,伊人版的《科学与诗》在
于赓虞主编的《华严》杂志上进行过广告宣传;再
者,有署名“伊人”的文章在于赓虞主编的另一个期

刊———《鸮》上刊载过。综上所述,“伊人”和于赓虞

应该有较为密切的联系,所以,有学者认为“伊人”
就是于赓虞。第三种观点认为“伊人”是曹葆华,原
因是曹葆华后来又翻译了《科学与诗》。至今,“伊
人”究竟是谁,因为文献资料不足,目前学术界仍难

以定论。
除了伊人的译本外,据相关资料显示,《科学与

诗》还有另外四个版本。一是傅东华译本。1930
年3月10日,据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第113期载

《评伊人译<科学与诗>》,其中提及傅东华译本。
二是董秋芳译本。1934年10月,《文学评论》第1
卷第2期所刊“文学评论社”广告中,有董秋芳译

《科学与诗》的预告,不知其最后是否出版。三是曹

葆华译本。1937年,曹葆华翻译的《科学与诗》由
商务印书馆出版,标明“瑞恰慈著曹葆华译”,列为

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。曹葆华译本流传最广,对后世

影响最大,这个译本由叶公超作序,叶公超认为曹

葆华的翻译很值得肯定,还希望他“能继续翻译瑞

恰慈的著作”[6](P7)。四是缪灵珠译本,收入《缪灵

珠美学译文集》。
除此之外,还有些对《科学与诗》的章节的翻

译。1936年2月号的《文艺月刊》刊载了四川大学

涂序瑄教授翻译的《论诗的经验》,这是《科学与诗》
第二章的译本。涂序瑄曾于30年代在北京大学外

语系教授“勃朗宁(研究)”、“罗瑟谛(研究)”等,那
时,瑞恰慈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,涂序瑄有可能

和瑞恰慈认识。由《科学与诗》的众多译本来看,此
书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

三四十年代,瑞恰慈的其他作品也陆续在中国

译出。施宏告翻译了瑞恰慈的《哀略特底诗》和《批
评理论的分歧》,后者是《文学批评原理》第一章的

译文。施宏告是清华大学1934级毕业生,在读书

期间听过瑞恰慈的课,深受瑞恰慈文艺思想的影

响,与瑞恰慈私交不错,后留学英国得到了瑞恰慈

的推荐与帮助。
曹葆华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翻译瑞恰慈作品

最多的学者。曹葆华从1927年至1935年一直在

清华大学外文系攻读学士、硕士学位。瑞恰慈于

1929-193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执教,曹葆华应

该是听过瑞恰慈在清华大学的讲座的。除了《科学

与诗》外,曹葆华还翻译了瑞恰慈的《实用批评》的
序言和《诗中的四种意义》一章,这些译文后来收入

他的《现代诗论》中。曹葆华认为,当代诗论的最高

成就当属瑞恰慈,“现在一般都承认他是一个能影

响将来或者说,最近的将来的批评家。因为他并不

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趋附时尚的作家,实际上他的企

图是在批评史上划一个时代———在他以前的批评

恐怕只能算一个时期”。[3](P3)

四、对“新批评”早期译介的反思

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,基本上可见“新批评”
在中国早期译介的基本脉络。其发展历程可视为

几经曲折。究其原因,是现实的文化语境对外国文

学译介的影响与制约。文化语境包括社会状态、政
治情势、意识形态、审美趣味、文化传统等,构成整

个文化结构系统。当代翻译理论家佐哈认为当代

文学翻译对于作品的选择,是因为这部作品能为某

一种多元系统提供新的形式,从而使文化结构系统

具有动态性。也就是指作品的翻译是由接受文化

的社会文化条件所选择和决定的。[3](P64-68)从“新批

评”在中国译介的历史情况看,文化语境的制约主

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中国文学理论内部发展的

需要;二是国家政治时局的影响与制约。
在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,刚刚经历了“五四”

的中国,对西方文化抱有一种无条件的拥抱的姿

态,西方文化是“新”与“先进”的表征,“新批评”便
在这种对新文化与先进文化极度渴求的背景下顺

势而入,满足了中国学者追逐时代新潮、赶上世界

文学的心理需求。这个时期的“新批评”译介没有

鲜明的流派特征,主要集中在对艾略特和瑞恰慈两

位先驱人物的翻译与介绍上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

的机构、刊物等媒介与个人在“新批评”的译介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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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发挥了各自的独特作用。首先表现在把持中国

重要学术话语权威的高等学府起了重要的媒介职

能。瑞恰慈曾在清华大学任教,燕卜荪、翟孟生等

在北京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任教,从而为艾略特、瑞
恰慈文论的推介,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平台和良好的

学术契机。其次是早期的期刊报纸对艾略特与瑞

恰慈作品的推介。当时的《现代》、《北平晨报》、《中
国新诗》与《诗创造》等刊物曾对“新批评”的著述与

论文进行了翻译、介绍与评价,成为译介与传播“新
批评”文化思想的重要阵地。再次,朱自清、叶公

超、赵萝蕤、曹葆华、李安宅、钱锺书等一批中国学

者,或师承于瑞恰慈与燕卜荪,或是他们的同事、朋
友,直接接触了“新批评”的文化思想,既是接受者,
又是传播者,对这个时期的译介及其推广起了重要

作用,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。
除此之外,20至40年代的译介也受到了当时

整个翻译环境的影响。王建开曾做过一个数据统

计:“在‘翻译年’(1935)前后,英美文学作品译介量

迅速飙升,1933-1937年五年间,英美文学作品翻

译多达307件,而1938-1942年则才150余件,

1946-1948年每年都近百件。”[7](P64-65)翻译环境

的状况引致“新批评”译介在30年代达到了高峰

期,但是由于“新批评”本身还处于不断嬗变的历史

阶段,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,这个时期的“新批评”
译介未成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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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NewCriticism”inChina’sEarlyTranslationResearch

ZHANGHui
(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,JishouUniversity,Jishou,Hunan416000,China)

Abstract:Theearlytranslationresearch of“New criticism”in Chinaisaninevitabletopicinthe
relationshipstudybetween“newcriticism”andChineseliterature.Undercertainopportunities,Chinese
scholarsbegantotranslatesome“newcriticism”,mainlyforT.S.Eliot,I.A.Richards’works.Through
theintroductiontotheearlytranslationof“newcriticism”,thisthesishasreflectedupontheChinesecul-
turalcontextandtheemployedtranslationstrategies.
Keywords:“newcriticism”;earlytranslations;T.S.Eliot;I.A.Richards;culturalcontex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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